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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
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

唐国建,周摇 益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摇 150001)

摘要:“政策 对策冶“生产 生态冶是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两对基本关系。 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要求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政策冶与“对策冶相匹配、“生产冶与“生态冶相统一。 依据这

两对基本关系,通过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探究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四种实践类型,
并借此阐述了环境治理的动态演变过程。 这一模型表明:从历时态看,我国乡村环境治理

的进路总体上呈现出了从“生产 生产冶类型到“生态 生态冶类型的趋势,但具体到个别区

域,其乡村环境治理仍然存在向下跌落的可能性。 基于该解释模型,以东北 A 市的乡村

环境治理为案例分析发现:政策端区域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内生困境以及对策端

资金资源、建设资源与人事资源的约束促使 A 市不得不在“生产冶与“生态冶的双重目标中

择一而行,致使其乡村环境治理回落到“生产 生产冶类型。 这种“生产导向冶体现了村民

与政府之间“无意识的合意冶,成为当前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障碍,而走出困境的着力点

就在于如何理性地引导这种偏向生产侧的“无意识的合意冶转为偏向生态侧的“有意识的

合意冶,从而形成“生态利益自觉冶,实现乡村环境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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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

两对基本关系

摇 摇 尽管 2005 年习近平同志就已提出了“两山

论冶,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涵盖生

态振兴在内的乡村振兴战略,但现实层面的乡

村环境问题仍然呈现出“久治不愈冶的特征,乡
村环境治理大多收效甚微[1鄄2]。 对于乡村环境

治理为何难见成效、未来的乡村环境治理该何

去何从等问题,学术界从治理结构、治理技术以

及治理实践 3 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

探讨。

首先,在治理结构层面,中国环境治理的

“城乡一体化冶 结构中出现了乡镇的明显缺

位[3鄄4],区域发展机会的差异以及城乡二元控制

体系使得环境污染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

移,乡村成了被牺牲的“局部冶 [5鄄6]。 因此,乡村

环境治理的难点在于其“不仅仅是一个存量问

题,而且也是增量问题,并且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不断加剧冶 [7]。 其次,在治

理技术层面,由于外部政绩考核与内部升迁冲

动的合力,基层已然形成了一种“政绩跑步机冶
的环境污染机制[8鄄9]。 如果不改变政府的权责

配置、绩效激励,不更加注重以环境为导向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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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标准,不破除专项整治中地方政府“事件 应

急冶的处理模式,乡村环境问题就将持续[10鄄11]。
最后,在治理实践层面,基层政府的线性发展观

和以权力关系为主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以地方

性经验知识和以社会关系为主的村民实践。 如

果不能使居民“回归生活冶,重构其日常生活实

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环境治理范围的

“扩大化冶 [12鄄13]。
从内容上来看,这三方面的研究都是围绕

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两对基本关系而展开:
一方面,上级政策与下级对策之间的关系。 治

理技术与治理实践层面的研究表明,上下级政

府之间、政府与村民之间存在“上下问题冶,乡
村环境治理过程中上级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与

下级政府所采取的执行对策往往并不协调,从
而导致了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生产冶与“生
态冶的关系。 治理结构层面的研究表明,乡村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利益关系失衡问

题冶 [14]246,是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冶与“生态冶之
间的平衡问题。 因此,“政策 对策冶关系与“生
产 生态冶关系可视为影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效

果的主要因素。
1. “政策 对策冶的张力关系

政策与执行的一统性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

家治理的最高追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冶
已经成了当前科层体制中的一种常见局面。 不

同于日常生活中所带有的贬义,本研究的“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冶是一种中性的说法。 其中

“政策冶指的是上级政府的战略规划,“对策冶指
的是基层政府对战略规划的具体执行。

研究表明,“政策 对策冶的失调现象与财政

资源的分配、地方的发展需求以及技术治理体

制等因素相关。 例如,政府自上而下地强化财

政约束,基层政府缺乏完整执行上级政策的资

源[15]。 同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地方

政府可能会依据自身的行政资源,选择性地执

行上级政策,“将中心任务转向地方目的冶 [16]。
而科层化技术治理机制的建立,使得基层政府

逐渐专注于应对考核指标,失去了灵活施策的

能力[17]。 在“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冶的悖

论下,为了应对上级政府的政策,基层政府会形

成一种“共谋行为冶,从而引发“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冶的局面[18]。 具体到环境治理领域,“政策

执行与目标设定的偏离冶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治

理的结构性矛盾[19]。
2. “生态 生产冶的张力关系

中国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演进历程,总体

上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对“发展冶与“环保冶的
争论与取舍,学者将其称之为 “现代性的困

惑冶 [20]。 “绿色发展冶概念的提出,则表明由重

视“发展侧冶的“浅绿冶转向重视“生态侧冶的

“深绿冶 [21]。 具体到乡村,则是乡村生产与乡村

生态之间的平衡与取舍。 研究表明,我国乡村

环境政策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即是“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之间相互制约,使得农业政策与环

保政策面临取舍矛盾冶 [22]。 因此,乡村环境治

理的本质在于解决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冲突的问题,即协调与平衡乡村发展中的

“生产侧冶和“生态侧冶。 但总的来说,“生产 生

态冶关系仍然属于“政策 对策冶关系中的一部

分,是被选择的一端。 这是因为,我国的环境治

理仍具有“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冶 [23],自上而下

的政府治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政策层面,决
策层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生产侧冶或

“生态侧冶的选择不同,由此形成了重心不同的

政策;对策层面,不同地方发展现状与治理资源

的差异性导致各基层政府容易形成与上级政策

不同的选择。
因此,如果仅在某一具体时空或某一具体

问题的层面来探究环境治理中的这两对基本关

系,往往会得出相对消极的结论,即要么是地方

政府应付式地完成政策目标,要么是上级政府

强硬式地推行治理方案,由此导致了环境治理

的负向或零和博弈。 而乡村生态振兴需要的是

“政策冶与“对策冶的相匹配、“生产冶与“生态冶
的相统一。 那么,怎样才能在这两对基本关系

中找到正向的博弈逻辑? 在这一核心关切下,
本研究基于这两对关系建构乡村环境治理的实

践类型,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阐述了这些类型

的具体表现及其动态演变模型。 之后,借助这

一解释模型观测了案例 A 市的乡村环境治理,
由此不仅能清晰地看到这两对关系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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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结果,也能从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实现正

向博弈的逻辑起点。

二、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

与动态演变

1. 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政策 对策冶的张

力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政策会从“生产冶逐渐转向“生态冶。 但在此

过程中,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冶则可能转向

“生态冶,也可能仍然面向“生产冶。 “生产 生态冶
关系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是被选择的一方,由此

可归纳出乡村环境治理的四种实践类型(图 1)。

图 1摇 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

(1)“生产 生产冶类型

“生产 生产冶类型是我国早期乡村环境治

理中的主要模式,这一类型从政策制定到具体

执行都忽略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其代表阶段是

“大跃进冶时期。 当时社会各阶层、各主体都将

快速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导致了生态环

境大范围、深层次的破坏。 乡村地区的农业生

产完全不顾土壤肥力,大面积推广使用化肥农

药、推行密植技术,极大摧毁了乡村原有的生态

环境与生态伦理规范。 以该时期黄河下游的农

田水利建设为例,政策端冒进的“左倾冶思想将

生产指标一升再升,对策端在缺乏排水设施的

情况下为追求粮食产量“大引大灌冶,最终造成

了大面积的土地盐碱化[24]。
(2)“生态 生产冶类型

“生态 生产冶类型是一种“自上而下冶的乡

村环境治理类型,即上级政府在政策层面已经

将重心转向“生态侧冶,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层政府仍然以“生产

侧冶为主。 在这一类型中,上级“政策冶与基层

“对策冶的不匹配乃至对抗的问题也最为突出。
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区域内发展仍不均衡,许
多地方自身的发展需求依然倾向于“生产侧冶,
因此基层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治理资源投入到

发展生产方面;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思维的固化

导致地方发展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总认为可

以“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冶 [25]。
(3)“生态 生态冶类型

“生态 生态冶类型是乡村环境治理中最为

理想的状态,表明上级政府面向“生态侧冶的政

策得到了基层政府良好的实施,实现了“政通

人和冶的效果,同时也意味着整体区域的均衡

发展。 上级政府的政策面向的是整个区域,当
该区域的“政策冶与各基层的“对策冶都全面转

向“生态侧冶时,也就意味着该区域的生产力水

平已十分先进,区域内的发展差异极小。 当然,
这一类型的实现并不代表乡村中所有生产活动

的停止或消失,而是乡村治理的内容将主要偏

向于生态环境保护。 目前,真正能达到这一状

态的乡村主要位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

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利益与环境保护利

益相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后者[26]。
(4)“生产 生态冶类型

“生产 生态冶类型属于“自下而上冶的乡村

环境治理类型,即上级政府的政策偏向“生产

侧冶,而基层政府在治理时更偏向“生态侧冶。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冶,持续发展

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全国性的任务,因此政策端

对“生产侧冶的偏向仍是首要的。 在这一背景

下,保证对策端向“生态侧冶的倾斜,自下而上

形成“生态利益自觉冶 [27] 成了现阶段推动乡村

环境善治、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 现实中,
这一乡村环境治理类型往往出现于以生态旅游

为主要发展产业的乡村,这类乡村已经形成了

“人与自然和谐冶的特点[28],本质是以偏向“生
态侧冶的手段实现对“生产侧冶的追求,虽然其

往往拥有更多资源与意愿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但无法改变整个区域内其他乡村环境治理的

·23·



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

状况。
2. 乡村环境治理的动态演变

除了静态的实践类型划分外,乡村环境治

理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笔者在上述四种实践

类型的基础上,对乡村环境治理的历时态变化

进行了探讨。 这一动态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宏

观层面的、长时段的线性进程与微观层面的、短
时段的点状进程(图 2)。

图 2摇 乡村环境治理的动态演变过程

(1)线性进程的解释

如图 2 所示,宏观上可将我国乡村环境治

理的发展历程看作一个线性进程:建国初期,我
国亟待恢复民生、摆脱落后,因此自上而下形成

了一种“赶英超美冶的焦虑心态[29]183,导致乡村

环境治理逐渐演变为“生产 生产冶类型。 当社

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问题逐渐凸显,
政策端或对策端开始有意识地将发展重心向

“生态侧冶倾斜,并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冶和

“自下而上冶的两条乡村环境治理的进路。 进

路玉的情况更为普遍,即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

到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但绝大部分乡村仍要求

继续发展生产力,因此乡村环境治理逐步演变

为“生态 生产冶类型。 进路域则代表了某些地

区乡村环境治理中自下而上的努力,即区域仍

以发展生产作为目标,但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偏向生态方面。 随着国家

整体发展程度的提升以及不同地方的特殊性,
两条进路是同时发生的。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

与绿色发展的提出表明,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

自下而上的努力,最终都会促使我国的乡村环

境治理形成“生态 生态冶的发展格局。

(2)点状进程的解释

除长时段内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整体发展

趋势外,短时段内某一具体乡村的环境治理情

况也可以用这一模型解释。 此处需要借用物理

学中“力冶的概念,即表示某事物改变其运动状

态或发生形变的根本原因。 比如,图中 A 点表

示某具体乡村,当政策端与对策端都给了 A 村

一个“生态侧冶的“力冶,那么 A 村的环境治理效

果将出现“台阶式冶的提升。 这里的“力冶是指

由政策端与对策端提供的、促使某一乡村环境

治理效果发生改变的基本推动因素(如,政策

端对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对策端用于乡

村环境治理的资源多寡)。 但正如前文所述,
上级政策与基层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往往并不统

一,现实中可能存在相反的事实从而导致乡村

环境治理的退化。 但无论乡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是提升或退化,从微观层面来看,都是政策端与

对策端施加在“生产侧冶或“生态侧冶两个不同

方向的“力冶以及“力冶的大小所促成的。 宏观

的线性进程恰恰是这些代表具体乡村的点“拟
合冶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乡村环境治理实

践因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同,肯定还存在更多

值得探讨的类型。 以上划分仅是借鉴了韦伯的

理想类型学说,为克服过度的个体化与特殊化

倾向,而从“政策 对策冶“生产 生态冶两对基本

关系出发所建构的一种类型划分方式。 另外,
因每一阶段的政治任务以及治理过程中的具体

操作不同,某具体乡村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

在从某一类型(如“生态 生态冶)回落到另一类

型(如“生产 生产冶)的可能,环境治理的进程

由此可表现为一种曲线状或螺旋状。 然而,随
着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乡
村环境治理实践总体上仍将呈现出从“生产 生

产冶到“生态 生态冶的线性进路。
综上所述,一个乡村的环境治理归根结底

是“生态侧冶与“生产侧冶的协调和平衡,其受到

了区域发展战略(“政策冶)与基层政府具体执

行(“对策冶)的影响,良好的乡村环境治理需要

二者同时向“生态侧冶倾斜与努力。 但在现实

中,政策与对策往往受到了诸多约束,从而导致

乡村环境治理收效甚微。 以黑龙江省 A 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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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为例,剖析其在政策端与对策端所面临的现

实困境,以及在这些困境下政策端与对策端对

于“生产侧冶或“生态侧冶的抉择,并最终还原当

前 A 市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

三、政策端:区域发展战略的双重

目标与内生困境分析

摇 摇 政策层面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决定了一个

区域对“生产侧冶或“生态侧冶的抉择,反映了整

体系统的发展要求和局部系统未来发展的根本

方向。 因此,区域发展战略对“生产侧冶或“生
态侧冶的选择,将在政策端赋予区域内的乡村

一个方向性的“力冶。 调研发现,A 市的区域发

展战略兼具“生态冶与“生产冶的双重目标,但其

对“生产侧冶的偏向明显大于对“生态侧冶的偏

向,由此导致了 A 市乡村环境治理在政策端的

内生困境。
1. 区域发展的双重目标

黑龙江省及 A 市当前主要实施以粮食生

产与粮食安全为主的发展战略。 2016 年,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指出,黑龙江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30];2019 年《中国的粮食

安全》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了东北地区粮食生产

的重要性[31];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第一

大要点即,“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冶 [32]。 在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省作为粮食

生产基地与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发展定位就尤为

明显。 在《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茵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为《纲要》)中,黑龙江省将“进一步

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冶作为了远

景目标之一[33],A 市作为黑龙江省的一部分,
保证农业生产、保障全国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其

乡村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政府对“生产侧冶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完全

放弃了对“生态侧冶的关注。 进入新时代,政府

对环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文件表明,生态文明

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2022 年中央一号

文件与《纲要》也都指出了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的重要性,这表明 A 市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

也将更侧重乡村地区的环境治理,对农业污染

的预防与治理将成为黑龙江省乃至整个东北地

区环境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
现阶段“生产侧冶与“生态侧冶在 A 市的政

策端都有体现,这种发展要求在各级政府的政

策文件中往往表述为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冶。 但决策层对二者

的重视程度与发展排序是不一样的:以《A 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茵三

五年远景目标》为例,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

展位列发展目标的第五位[34],而前四位目标则

更多地面向经济社会生产,“生产侧冶的目标位

于“生态侧冶目标之前。
2. 区域发展战略的内生困境

A 市及其上级政府对生产与生态“两手都

要抓,两手都要硬冶的强调,意在保证“生产侧冶
与“生态侧冶的平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话

语表达以及实际的发展排序导致了政策端对

“生态侧冶方面注意力的弱化,而农业生产与乡

村环境治理的内在矛盾也使得政策端在“生态

侧冶方向的努力难以奏效,这构成了 A 市政策

端的两个内生困境。
(1)政府对“生态侧冶注意力的弱化

在我国传统的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保持

着绝对的“统领冶地位[35],从环境政策的制定到

环境治理的执行、从常规治理到专项治理,我国

的环境治理始终依赖“中央 省市 区县 乡镇 村

屯冶的治理机制。 这种压力传导机制一方面意

味着中国的环境治理容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

“运动型治理冶 [36];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政府的

注意力并不集中在环境领域时,环境治理中

“政府冶的角色基本是缺失的。 因此,在这种条

件下,中国的乡村环境治理高度依赖自上而下

的“注意力冶 [37]。 具体到 A 市乡村,由于其“粮
食安全压舱石冶的区域定位,政策端的“注意

力冶自然会更偏向农业生产,如《A 市农业农村

现代化“十四五冶发展规划》提出,“巩固提升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优质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冶 [38] 成为 A 市乡村的主要发展目标。 尽管

绿色发展、绿色生产的精神也得到了强调,但政

府显然以粮食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对粮食生产

的效率要求盖过了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环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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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何利用政策激励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成

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重点。
(2)农业生产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在矛盾

政策端的第二个内生困境在于农业生产本

身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在矛盾。 关于“农业内

卷化冶的研究已经证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建立在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的基础之上[39]6。 在

土地有限的情况下,要想最大程度地增加粮食

产出,就不得不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包括物理投

入与化学投入,而这些投入(特别是化学投入)
又造成了乡村的面源污染。 因此,农业生产本

身与乡村环境治理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而
这一矛盾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发展目标与发展

定位的 A 市乡村地区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

此,即使政策端加强了对生态侧的注意力,但只

要农业生产方式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农业的

面源污染就将持续,从而无法达成“生产侧冶与
“生态侧冶 的平衡。 正如某农技中心的站长

所述:
“农业产量和化肥使用是挂钩的。 你不能

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 农业一个就是

物理投入,一个是化学投入。 我们到底是要做

压 舱 石, 还 是 要 生 产 绿 色 的 东 西?冶
(BHK20210708)

四、对策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

资源困境与单一导向分析

摇 摇 在对策端,基层政府对“生产侧冶或“生态

侧冶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其治理资源的多少。 当

上级政府的政策已经事实地向“生产侧冶倾斜,
则基层政府所能分配到的“生态侧冶资源就会

相对较少,随科层制传递下来的“两手都要硬冶
的均衡发展要求也就面临着治理资源的掣肘。
此次调研发现,A 市基层的乡村环境治理实践

高度依赖上级划拨的包括人事、设备、资金等在

内的资源支持。 基层政府的资源困境使其在执

行政策时不得不放弃“生态侧冶,形成了以生产

为主的单一导向。
1.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资源困境

(1)配套匮乏的资金资源

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由以前的“汲取型

政府冶转变为“悬浮型政府冶 [40],政府自上而下

的财政约束以及基层的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使

得基层政府难以实施有效治理,“政府搭台 村

民唱戏冶的模式难以持续[41]。 大部分乡村的环

境治理需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资源支持,但是当

前 A 市基层政府进行乡村环境治理的最大窘

境在于配套资金的匮乏。 配套资金是指地方政

府部门在申报一个项目后,由上级财政部门拨

调资金下放、同级财政配合出资、项目单位自身

出资的一种项目资金筹备方式,这种资金调配

方式背后显示了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门化冶,激
发了地方政府的能动性[42]。 但如果区县或乡

村缺乏“自投入能力冶,则上级拨调的项目资金

很难落实下来[43]。 以 A 市 C 区的农村污水处

理项目为例:
“农村污水治理的规划已经做完了,但地

方资金没有富余。 想要展开工作,国家、省市的

层面就得考虑到地方具体财力。冶 (C 区生态环

境局,ZKC20210729)
(2)区域分化的建设资源

建设资源包含自然地理资源与基础设施资

源:自然地理资源是区县、乡镇开展环境治理的

基础,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会对乡村环境治理

造成不同的影响;基础设施资源则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一个乡村是否靠近城镇、经济实力是

否雄厚,通常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其环境治理

也相对容易。 在自然地理资源方面,一方面是

东北整体的自然地理资源对乡村的环境治理存

在约束。 以“厕所革命冶为例:
“东北搞公设厕所就不适用,冬天就冻上

了。 在理想状态下可以,但是放在农村这块有

几个因素制约着,特别是气候问题。冶 (C 区丰

镇乡镇干部,HSF20210729)
另一方面是各区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各不

相同,导致在环境治理内容上也存在差异。 以

秸秆还田为例,地势低洼的田地往往在翻埋的

过程中容易将地下的沙土翻上来,从而损失田

地肥力;而在秸秆收集方面,平原地带较为方

便,但以山地为主的乡村就只能采取“烧冶的方

法,以免耽误来年的耕种:
“我们这旱田地势低洼,土地厚度一般在

20 公分左右,但旱田还田要求在 30 公分以上,
那不是把下面的沙土都翻上来了吗? 不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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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冶(W 区农业农村局,LK20210728)
“我们这个地理环境不太一样,山地比较

多,秸秆打不了包,只能烧,不然老百姓到开春

种 不 上 地。冶 ( W 区 民 乡 乡 镇 干 部,
ZXC20210728)

因此,东北乡村地区因其自然地理条件的

影响,在具体的环境治理工作上受到了诸多限

制。 按距离城镇的远近划分,乡村可分为远郊

型乡村与近郊型乡村,两者在基础设施资源上

的差异也导致了乡村与乡村之间环境治理的发

展不平衡。 以乡村污水收集为例:
“农村的污水收集很难,主要是基础设施。

离城市近一点还好,距离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
污水管线铺过去成本得多大?冶(A 市住房与城

乡建设局,LDW20210723)
(3)老少弱化的人事资源

人事资源的差异也使得基层政府难以有效

开展环境治理。 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

影响,东北三省的人口流失十分严重[44]。 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21 年东北三省人口较

2010 年减少 1 243 万人,是过去 10 年人口减少

最严重的 3 个地区。 同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三省的 65 岁以上人口

占比分别为 17. 42% 、15. 61% 、15. 61% ,已全

部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东北地区各级政府与

乡村都陷入了“在职干部老化、队伍能力弱化、
储备人才少化冶的困境。

“乡镇没有环保机构,全靠县里的执法大

队。 但我们人员有限,在职人员只有 23 个。 这

么大的一个县城,很难及时到位。冶 (B 县生态

环境局,ZJZ20210726)
综上,配套资金的匮乏使得基层政府难以

开展实施一些重点的环境治理项目;基层人事

资源的缺失导致了乡镇环境执法能力的不足,
使得政府无法及时对农民的环境行为进行纠

正;而建设资源的差异则让基层政府在某些方

面不得不向农民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其

破坏环境的行为。
2. 乡村环境治理中的“生产导向冶
一方面,资金等资源的约束使得基层政府

在乡村环境治理方面显得“有心无力冶;另一方

面,上级政府“两手都要硬冶的话语表达和日益

严格的环保要求又迫使基层政府不得不正视环

境治理问题。 这种矛盾的状态导致了基层政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冶的环境治理方式。
在“睁眼冶方面,由于基层政府都面临着环

保督察“突袭式调查冶的压力,因此其往往在督

察前后的短期内保持“睁眼冶状态。 另外,类似

秸秆综合利用率等一些关键性的环境治理指标

在 A 市官员的政绩审核中占据较大比例,使得

各级官员在这些方面不得不下大功夫保持“睁
眼冶。 但长期来看,基层政府一直维持着“闭

眼冶状态,并在乡村治理中形成了一种“生产导

向冶。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上级政府向“生产

侧冶事实上的倾斜使得基层政府也 “心领神

会冶,注意力大多集中于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

林领域,从而忽视了乡村的环境治理;第二,各
类资源的掣肘导致基层政府很难进行有效的环

境治理;第三,条块结构中的“双重从属制冶也

使得主管生态环境的职能部门经常“两头讨不

着好冶,因此哪怕基层政府愿意推进环境治理,
该部门也只能选择“闭一只眼冶。 在调研中发

现,区县级生态环境局在配合地方政府工作方

面表现得较为消极,其工作人员认为:

图 3摇 A 市乡村环境治理的变化趋势

“一旦出了问题只能是市局领导出面,市

局领导肯定也会想我没让你干这件事啊,我是

法人,你是派生机构,我没让你干谁让你干

的?冶(C 区生态环境局,ZKC20210729)
将 A 市乡村代入乡村环境治理的动态演

变过程(图 3)可知:自乡村振兴战略与绿色发

展概念提出以来,各区域都处于十字转型的关

键当口,尽管 A 市政府在政策中表达出了对生

产与生态“两手都要硬冶的双重发展目标,但
“粮食安全压舱石冶的区域定位使政府在实际

·63·



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

中更偏向于“生产侧冶。 在这一偏向下,基层政

府会将本身有限的治理资源投入生产领域,从
而对乡村环境治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冶。 因

此,A 市在双重发展目标下却形成了以生产为

主的单一导向,事实上陷入了乡村环境治理的

“生产 生产冶类型。

五、政府与农民的“合意冶:
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可能路径

摇 摇 依前文所述,A 市在政策端与对策端的“生
产导向冶已表现得较为明显,与此同时,农民的

生计困境也在这一“生产导向冶的形成过程中

发挥了作用,并与上级政府的“政策冶以及基层

政府的“对策冶相呼应,形成了一种偏向“生产

侧冶的“合意冶。 如果能充分利用并引导这种

“无意识的合意冶转变为偏向生态侧的“有意识

的合意冶,将是走出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实现乡

村环境善治的一种可能路径。
1. 农民的生计困境与“合意冶的形成

农业生产的收益在自然规律的限制下存在

“天花板效应冶,而且因自然气候变化、市场波

动等因素,农民承担的经济风险较高。 在本次

调研中,某个体养殖户就因饲料与猪肉的价格

波动而产生了巨额亏损;一个从事种植业的村

屯因为严重的涝灾与风灾导致全年颗粒无收

……诸如此类的情况构成了农民的“生计困

境冶,导致农民执着于对粮食产量的追求,从而

在生产行为方面无视了对环境的破坏。
这首先表现为农民对粮食产出的盲目追

求。 如,A 市农民为追求产量普遍采取了“密
植冶的方式,以往一亩地种植 3 300 棵玉米,现
在种植 4 000 ~ 4 600 棵。 同时,由于要最大限

度地发挥密植的效果,必须辅之以化肥进行催

熟,由此在化肥使用上,农民往往也仅以“高

产冶为最终目标:
“我们会对村里的土地质量进行监测,告

诉农民缺什么了,但农民按照他的思路来,什么

都不管,能高产就行。冶 (B 县江乡乡镇干部,
SDL20210709)

这种生计困境下的极端生产方式造成了 A
市土壤环境的严重破坏,也使得农业生产活动

难以持续。 但总体而言,农民这种对于粮食产

量的极端追求无形中又与政策端与对策端对

“生产侧冶的倾向相契合,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农

民“无声的合谋冶或“合意冶,进一步加强了区域

发展的生产导向。
2. 乡村环境善治的可能路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A 市区域发展战略

向生产侧的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为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层面将

仍然以推进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目

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黑龙江省承担着全国粮

食生产与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历史任务与发

展定位,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主。 因此,无论从全

国整体性视角还是局部区域性的视角来看,A
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端的抉择虽会向“生
态侧冶移动,但总体上仍将偏向“生产侧冶。 因

此,在这一阶段要防止乡村环境治理滑向“生
产 生产冶类型就只能在对策端寻求出路,力求

形成以“生产 生态冶为主的乡村环境治理类型。
“生产 生态冶类型的建立意味着一种“自

下而上冶的乡村环境治理进路,但处于对策端

的基层政府由于行政压力传导机制与普遍性的

资源困境也往往会偏向“生产侧冶,这种偏向一

旦与农民的生计呼吁相结合,就容易形成乡村

环境治理的恶性循环。 因此,要破除这一循环,
就必须将政府与农民偏向“生产侧冶的“无意识

的合意冶转变为偏向“生态侧冶的“有意识的合

意冶,实现“生态自觉冶或“生态利益自觉冶。 要

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

面,破解乡村“生产 生态冶关系的结构性失衡。
正如东北 A 市一样,我国绝大多数乡村的环境

治理都存在政策端的内生困境与对策端的资源

困境,极易滑向“生产 生产冶类型,从而形成乡

村发展中的“生产导向冶。 因此,如何以生态的

手段追求生产的目的就成了破局的关键。 绿色

发展概念的提出恰恰指涉了这一问题。 在此过

程中,政府部门对于乡村未来发展的科学规划

尤为重要,决策层应首先在认知上提升对于

“生态侧冶的重视,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或其他形

式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其由“高效率冶转
向“高质量冶。

另一方面,平衡村民“生产者冶与“生活者冶
的双重角色。 研究表明,重新构建农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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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塑乡村的生态伦理规范,形成社区环境

治理的“内生路径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45鄄46]。
但村民在生计困境下只追求生产,缺失了“生
活者冶的角色,为 A 市乡村的“生产导向冶提供

了内生动力,破坏了“生产、生活、生态冶的“三
生冶格局。 但村民并非丧失了“生活者冶的能

力,而是失去了“生活者冶的内容。 因此,使村

民“回归生活冶,增强村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

性参与[12],平衡村民“生产者冶与“生活者冶的

双重角色,是破除当前 A 市乡村环境治理恶性

循环的重点。 经过几十年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与

强调,“环保冶已经逐渐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

念,当“生活者冶的角色回归村民日常,环境治

理就成了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的自然过程。

六、结论与讨论

从“政策 对策冶“生产 生态冶这两对我国乡

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出发,探讨乡村

环境治理的 4 个实践类型及其宏微观的动态演

变过程。 通过对 A 市乡村环境治理的考察,笔
者认为,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端)的内生困境与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对策端)的资源困境共同

造成了 A 市“生产冶与“生态冶双重发展目标下

的单一生产导向,这种生产导向既呼应了行政

体系自上而下对“生产侧冶的重视,也迎合了农

民的生计呼吁,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乡村环

境治理难以奏效。 因此,要充分利用并引导政

府与农民之间的“合意冶,通过破解乡村“生产

生态冶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平衡村民“生产者冶
与“生活者冶的双重角色,从而形成一条乡村环

境善治的可能性路径。
由于我国乡村社会的广阔性与异质性,本

研究提出的实践类型带有理想类型的色彩,其
并不试图概括出现实世界中乡村环境治理的所

有特征,而是通过把握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中的

两对基本关系,对目前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经

验进行共性的呈现。 同时,这一实践类型的划

分具备“过程 事件分析冶的特点,即将研究对象

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

程,从而使研究贴合实践本身,避免过度抽象

化。 另外,“政策 对策冶这一基本关系对于我国

的乡村环境研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尽管我国

在后税费时期强调政府与乡村民间组织以及农

民合作,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但政府主导与国

家整合仍然是当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领域的主

流模式。 对“政策端冶的考察在于还原国家整

体的时代性发展要求以及不同区域的局部发展

方向,而对“对策端冶的考察则可以进一步从微

观角度丰富乡村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内容。
最后,文章尚有诸多未尽与不足之处:第

一,由于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环

境治理路径,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乡村环境治

理实践受“政策冶与“对策冶的影响较大,上级政

府“两手都要硬冶的政治要求与基层政府“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冶的治理实践还有更多的讨论空

间;第二,作为乡村环境治理的末梢,农民事实

上与生态环境一样成了“被治理冶的对象,其
“生产者冶与“生活者冶的角色失调,这可能是我

国乡村环境治理一直难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

因;第三,农民在实践行为层面对“生产侧冶或

“生态侧冶的选择也将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对

整体的环境治理发生作用。 因此,可以将农民

行为也作为一个衡量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重要

标准,进一步丰富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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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Orientation with Dual Goals: Practice Types and Realistic Dilemma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TANG Guojian, ZHOU Yi(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Policy鄄countermeasure冶 and “production鄄ecology冶 are two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s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dvancing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the alignment of the
“policy冶 set by the higher鄄level government with the “ countermeasure 冶 taken by the lower鄄level
govern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冶 with “ecology冶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two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s and drawing on Weber爷 s ideal type theor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four
practical type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explain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model indicates tha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爷 s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generally moved from the “production鄄production冶 type to the “ ecology鄄
ecology冶 type, but in specific regions, there is still a risk of backsliding. Based on this explanatory
model, taking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ity A in Northeast China as a case study,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ndogenous dilemma betwe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t the policy level, and the diversified resource dilemma at the countermeasure level, have compelled
City A to choose between “ production冶 and “ ecology冶, resulting in a regression to the “ production鄄
production冶 type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 production鄄oriented冶 approach reflects the
“unconscious agreement冶 between villager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has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 to
current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key to overcoming this dilemma lies in rationally guiding this
“unconscious agreement冶 towards the “conscious agreement冶 that leans towards the “ecological side,冶
thereby cultivating a “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benefits冶 and achieving sound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鄄countermeasure; production鄄ecology; dual goals;
production orientation; unconsciou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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